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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研究：
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王墨林,  宋渊洋,  阎海峰,  张晓玉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　要： 基于2009—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本研究采用文本挖掘技术构造企

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运用动态能力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

的直接影响，以及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感知和应对动

态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提升企业国际化广度。（2）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动态能力对国际

化广度产生影响：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在动态环境下感知机会、获取和重构内外部资源的动

态能力；动态能力有助于企业洞察国际市场机会，更加积极和有效地提升企业国际化广度。

（3）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强度与东道国制度特征和企业

股权性质有关：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正向影响在制度逆差、非“一带一路”国家以及民营

企业，比在制度顺差、“一带一路”国家和国有企业更强。本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研究，为制造企业的国际扩张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国际化广度；动态能力；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22)05-0033-15
 

一、  引　言

数字化转型正推动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广泛

应用重塑了企业资源和能力，使企业组织结构、商业模式和战略决策发生根本变化（Ojala等，

2018；陈冬梅等，2020）。作为企业的重要战略决策，国际化战略无疑会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影响（Chen和Kamal，2016；Banalieva和Dhanaraj，2019）。虽然实践中已有大量企业依靠数字化

和智能化开展国际扩张，但学术界近年来才开始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影响（邬

爱其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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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聚焦于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Pergelova等，2019；Cassetta等，

2020；Elia等，2021；易靖韬和王悦昊，2021），只有较少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意愿

（Teruel等，2021）和程度的影响（Adomako等，2021）。另外，企业国际化包括国际化深度和广度

两个维度（陈立敏，2014；Schwens等，2018），但是现有研究并未系统地将国际化深度与国际化

广度区分开，导致未能细致地揭示数字转型对企业国际化的内在影响机理。在研究设计方面，

现有研究均采用小规模问卷调查，尚未有研究基于大样本面板数据更有效地检验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基于大样本面板数据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

度的影响机理。与国际化深度相比，国际化广度更易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国际化深度指企业

的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或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反映了企业对海外经营的依赖

程度（Schwens等，2018）。国际化广度则指企业进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数量，反映了企业跨国

经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Schwens等，2018）。因此，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有本质区别（Aggarwal
等，2011；阎海峰等，2021）。与提升国际化深度相比，提高国际化广度伴随的经营复杂性和风险

提升更为明显，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因此，本研究侧重于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国际化广度的影响机理。

动态能力理论为分析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国际化广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契合的理

论视角。Teece等 （1997）最早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通过整合、构建和配置内外部资源和能

力，从而形成的一种使其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新能力。Teece （2007）进一步将动态能

力分为感知能力、获取能力和重构能力，更完整地诠释了企业可持续经营的能力基础。企业国

际化之后，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急剧上升，企业经营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基于动态能力

理论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感知外部环境变化、获取和重构资源以使企业战略适

应动态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从而使企业多国扩张成为可能，即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国际化

广度。为了深入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途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企业动态能

力在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2009—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使用文本挖掘技术

构造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并对上述理论预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研究假设在很大程度

上得到了实证支持。本文有以下潜在研究贡献。（1）运用动态能力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了数字

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影响，丰富了国际商务领域中的数字化转型研究。（2）本文详细阐述了

数字经济时代下现代技术如何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并进一步探讨了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

与企业国际化广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有助于打开数字化转型影响国际化广度的机制“黑箱”。
（3）本研究还从东道国特征和企业股权性质等方面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异质性影

响，进一步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影响的边界条件。（4）现有研究均采用小规模

问卷调查，本研究使用的大样本面板数据不仅有助于提高样本的代表性，而且能控制随时间变

化的因素，有助于得到更精确的研究结论。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凭借变革性信息技术引发组织惯例、资源和能力、商业流程、市场战略

等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Li等，2018）。一般来说，这种变革性信息技术可以分为三类（见表1）：
数字制品（digital artifact）、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和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
（Nambisan，2017）。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对组织结构、经营绩效、战略选

择和商业模式等方面产生了颠覆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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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革性信息技术的分类

分类 定义 举例

数字制品
为终端用户提供特殊功能和价值的硬件或软件，包
括构成产品或服务的数字组件、应用和媒体内容等
（Kallinikos等，2013）

智能设备中的应用程序、家用设备中的
恒温器、鞋子和衣服中的传感器等

数字平台
承载产品组件的一套共享、通用的服务和架构
（Tiwana等，2010）

智能设备操作系统（IOS系统和
Android系统）、浏览器（百度、火狐）、社
交媒介（微博、Facebook）等

数字基
础设施

一系列提供通信、协作、计算等能力以支持企业运营
的数字技术工具和系统（Li等，2018）

众包和众筹系统、云计算、数据分析、在
线社区、区块链、物联网、3D打印等

 
 

由于数字化转型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企业运营和竞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数

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不过，现有文献集中探讨经营绩效（Usai等，2021；刘淑春等，

2021；吴非等，2021）和组织变革（池仁勇等，2020；赵宸宇，2021）等方面，较少探讨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战略的影响。由于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运营最终决定企业绩效，进一步

分析数字转型对企业战略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数字化转型伴随的微观后果，而且对

企业制定战略决策有重要实践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致力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核心维度——国际化广度的

影响。为梳理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战略影响的研究现状，使用以下两组关键词在中国知网、

EBSCO、Web of Science进行文献检索。（1）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数字化（digital）、数字化

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等；（2）企业国际化相关的关键词：国

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广度（international scope）、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国际化战略（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国际扩张（international expansion）和出口

（export）等。在全面细致地收集文献之后，发现有关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战略影响的实证

研究仅为6篇（如表2所示）。
 

表 2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相关实证研究

作者 自变量 因变量 中介变量 数据来源 研究结论

易靖韬和王悦昊 （2021） 数字化指数 出口强度 无 问卷调查
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
出口

Cassetta等 （2020） 是否应用数字技术 是否出口 无 问卷调查
数字技术提高企业出
口倾向

Pergelova等 （2019） 数字技术应用程度 是否出口 有 问卷调查
数字技术提高企业出
口倾向

Elia等 （2021） 是否应用数字技术 是否出口 无 问卷调查
采用数字技术的企业
更倾向于在电商平台
出口

Teruel等 （2021） 是否应用数字技术 国际化倾向 无 问卷调查
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
了企业的国际化倾向

Adomako等 （2021） 商业流程数字化 国际化程度 无 问卷调查
流程数字化提高了中
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如表2所示，大部分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数

字化转型总体上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Elia等，2021；易靖韬和王悦昊，2021）。另外，还有两篇

研究分别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动因和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

高企业国际化倾向（Teruel等，2021），而且能最终提升企业国际化程度（Adomako等，202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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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方面，上述研究总体上认为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信息搜寻、跨境沟通和物流运输等交易

成本（Teruel等，2021；易靖韬和王悦昊，2021），极大地加深了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关联程度

（Adomako等，2021），从而推动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最终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

除了上述实证研究，部分理论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战略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国

家之间存在巨大制度差异，企业需花费大量资源才能与目标市场的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和消费

者等利益相关者建立紧密联系，而这些活动单纯依靠数字化技术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是，

由于数据的开放性、易编辑性和可转让性等特征（陈冬梅等，2020），导致企业在跨境数据流动

方面面临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国家数据主权等问题可能阻碍企业国际扩张（Luo，2021；王
中美，2021）。可见，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楚。从表2来看，除了一项研究

将国际市场智力作为中介变量（Pergelova等，2019），其他研究较少探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国

际化的具体途径。因此，需进一步挖掘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国际化的中介机制。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致力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的直接影响以及

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并基于大样本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影响

近年来，国际市场日趋动荡和不确定，企业海外扩张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日益上升。但

是，风险与机遇总是相伴相依，企业如果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不仅可以避免遭受致

命打击，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

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那么数字化转型又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广度呢？

首先，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感知动态复杂国际市场中机会的能力，为企业实现多国扩张

奠定基础。数字制品（如智能设备中的APP）和数字平台（如跨境电商平台和线上支付系统）的

使用不仅使企业能频繁地与国际市场上的消费者互动，也能够帮助企业及时跟踪、记录和掌握

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快速积累国际市场的相关知识和经验（Pergelova等，2019）。这些知识和

经验有助于企业识别和筛选潜在机会。同时，企业通过有效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如云计算和大

数据分析），可以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陈金亮等，2021），增进对国外市场的了解，进一步提升企

业评估和预测当地市场需求的能力（Elia等，2021）。这使得企业能依托有效的信息决策系统分

析多方信息，校准和把握国际市场机会，为实现多国扩张奠定基础。

其次，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壁垒，助力企业实现多国扩张。数字化

转型能降低商业流程中运输、交流、合作等交易成本，加强企业与外部关系网络的链接，克服进

入壁垒（Adomako等，2021；Elia等，2021）。例如，数字基础设施中的区块链、物联网、众包和众

筹系统，不仅使企业能够轻易地在全球范围内与潜在客户、供应商、投资者等建立密切联系，还

能促进价值链有效地协调和融合以获取各类资源（Nambisan，2017），进而提高价值链的灵活

性，缩短生产、制造和运输周期（Teruel等，2021）。此外，数字平台和数字制品为国际市场中的

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样的购买渠道，如线上线下结合和手机端等（Vakulenko等，2019）。配合智能

物流系统、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实现顾客即时购买和产品及时交付，降低了国际市

场进入门槛。因此，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进入多国市场的壁垒，有助于提升企业国际化广度。

最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打破固有的路径依赖或传统的商业模式，建立适应海外市场

的专属性运营流程，从而提升企业进行多国扩张的成功率。如数字平台中的操作系统、电商平

台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中的智能制造系统不仅能拓宽企业经营渠道，提升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

力，而且兼具灵活性、易变性和可生成性等特征（Nambisan，2017）。当东道国环境发生变化时，

企业只需投入较低成本便可以重新配置资源以应对潜在风险。另外，支撑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

设施正常运行的数字制品或数字组件具有可重新编程、可重组和开放的特征（Yoo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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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征使其形成了易重塑的优势，并能够轻易跨越组织和情境与其它数字组件产生关联

（Lyytinen等，2016），使企业可以在国际化扩张过程中利用数字技术重新整合资源，更好地适

应东道国环境。因此，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摆脱固有流程束缚，使企业运营流程与海外市场

环境更加契合。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在动态复杂的国际市场中感知机会、降低海外市场进入

壁垒以及发展出适应海外市场的专属性运营流程，从而促进企业多国扩张，最终提升企业国际

化广度。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有正向影响。

（二）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虽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有正向影响，但具体影响机制还有待考察。当下数字科

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成功扩张必须做到资源和能力与动态复杂的国

际竞争环境相匹配。动态能力相关文献强调企业要整合和配置资源以快速适应外部市场和技

术变化（Teece，2007），进而获得动态环境下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有高度的动

态复杂性，本文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形塑动态能力，进而决定企业国际化广度。

动态能力反映了企业感知和获取外部复杂环境中的战略机遇，并协调、整合和重构内外部

资源以适应新环境，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Teece，2007）。数字化转型对动态能力的三个

维度：感知能力、获取能力和重构能力有如下影响。首先，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感知动态复杂

竞争环境的能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如数字平台和APP等的应用为企业带来了丰富的信息，使

其能全面了解利益相关者的需求（Hansen和Sia，2015）。另一方面，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能够

将日常积累的大量数据转化为精准、有效的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借鉴，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

信息处理效率（曾德麟等，2021）。吴非等 （2021）指出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更好地处理内外部

海量、非标准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并将其编码输出成可直观观测的数据，从而提升了信息利

用率。因此，数字化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提高了企业感知和获取利益相关者信息的

能力，使其能快速和精准地捕捉外部环境变化并做出响应。

其次，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获取和整合内外部资源的能力。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够

打破传统模式下的路径依赖，优化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生产流程和运营机制，剥离效率低下的

部分，从而在满足多样化市场经营需要的同时降低内部管理成本。刘淑春等 （2021）指出企业

推行数字化管理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此外，借助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突破传统要素边界的

束缚，帮助企业向利益相关者输出有效信息，使利益相关者掌握更加充分的信息，降低信息不

对称，促进企业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吴非等，2021）。
最后，数字化转型使企业能迅速根据竞争环境的动态变化不断重构资源与能力，实现企业

资源和能力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匹配。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如组

织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产品设计定制化和迭代化，生产模式模块化和柔性化等（戚聿东和肖

旭，2020）。这些变革都使企业内部变得更加灵活和柔性，使其能够迅速与高度动态变化的外部

环境相匹配（Teece，2018），有助于企业控制和应对潜在风险，提高战略决策执行的成功率。王

晓健和蓝海林 （2009）很早便提出信息技术可以提高组织柔性，从而帮助企业适应快速变化的

市场竞争环境。

综上所述，相较于没有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的动态能力更高。

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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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方面原因，动态能力高的企业比动态能力低的企业更可能进行多国扩张，最终提升

企业国际化广度。一方面，动态能力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敏锐的国际市场洞察力和更强的资源

获取能力，更可能积极地寻找国际市场机会，并设法抓住这些机会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全球化

的今天，企业发展机会不再仅存于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也蕴含着巨大发展潜力。国际市场中丰

富多样的买家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另外，全球各国充足的异质性资源如自然资源、

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也为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潜在的资源基础（吴小节等，2019）。动态

能力高的企业更能通过多种渠道发现和利用海外市场机会，有更强地获取和整合资源的能力，

有助于企业抓住国际市场扩张机会。因此，企业动态能力越高，越可能发现和利用国际市场机

会，最终实现多国扩张。

另一方面，动态能力高的企业对多国扩张中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容忍程度更高。近年

来，国际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日趋上升，多国扩张面临越来越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动态能

力高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强的风险感知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能更有效地应对国际市场中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具体而言，感知能力能帮助企业识别海外市场风险，获取能力能帮助企业吸收、

整合资源和能力以应对国际市场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重构能力能帮助企业重新配置资源以

适应动态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与上述逻辑一致，陈衍泰等 （2021）发现动态能力是企业跨越

多个合法性阈值从而降低经营风险的关键。另外，动态能力还能提高企业的组织柔性。正如焦

豪等 （2021）所指出，动态能力能够帮助企业管理层改变对组织惯例的看法，甚至可以改进现

有惯例以及创造新惯例。在本研究情境下，动态能力有助于促进部门之间的灵活合作，使企业

能及时响应动态变化的国际市场环境，从而提高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

综上所述，动态能力高的企业有更强的国际市场机会洞察能力，以及更高的风险容忍和应

对能力，从而有助于企业进行多国扩张。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动态能力对企业国际化广度有正向影响。

如上文所述，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感知外部环境机会以及获取和重构内外部资源和能

力，即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当动态能力较高时，企业不仅更能洞察国际市场机

会，而且更能容忍多国扩张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有助于企业在动态复杂的国际市场获取资

源、重构内部资源和结构，最终实现企业资源和能力与国际竞争环境动态匹配。因此，动态能力

有助于企业发掘国际市场机会，更有效地实现多国扩张，即数字化转型通过塑造企业动态能力

对国际化广度产生影响。综上所述，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影响中有中介作

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动态能力对国际化广度产生影响。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参照现有研究（任鸽等，2019；林润辉等，2021），本文选取2009—2019年在海外设立过子公

司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

CSMAR数据库提供了上市企业详细的财务、高管团队特征和海外直接投资等数据，是研究中

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数据库之一。由于CSMAR数据库没有提供企业年报，进一步从巨潮资

讯网获取企业年报，用以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上市企业年报、社会责

任报告、并购公告等，是上市企业信息的重要来源。经Python爬取后，剔除年报中因格式问题无

法识别的样本，共获得样本年限内在海外设立过子公司的制造业企业原始观测值8 579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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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之后，按照如下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1）剔除被标记为ST、PT的企业样本；（2）剔除数据缺

失的样本；（3）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样本。最终获得1 392家企业的7 015个观测值。

（二）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国际化广度（Scope）。相较于国际化深度，国际化广度意味着企业需要面对

更加复杂和多样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国际扩张的核心维度（陈立敏，2014）。本文采用企业当年

拥有的海外子公司所覆盖的地区和国家数量来衡量国际化广度（董静等，2017），并在稳健性分

析中采用企业当年拥有的海外子公司数量作为国际化广度的替代变量。

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igital）。借鉴吴非等 （2021）和赵宸宇 （2021）的研究方法，本文

归纳、整理和编制了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汇总表（见表3）。
 

表 3    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汇总

分类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技术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智能化、神经网络、生物识别、人脸识别、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图像
识别、语音识别、情感分析、人机交互、智能制造、柔性制造、自动化、3D打印、机器人、主动制
造、智慧制造、智能企业、智能终端、智能识别

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数字化、数字孪生、数字经济、大数据、数据挖掘、数据赋能、数据资产、数据可视化、
云计算、云平台、云制造、物联网、区块链

互联网信
息技术

互联网、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信息化、信息技术、信息通信技术
 
 

然后，使用Python的urllib、pdfplumber和jieba等多个库爬取巨潮网中的上市公司年报，提

取上述关键词在年报中出现的频率，并加总词频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由于该指数有典型

的“右偏性”特征，进一步对加总词频（+1）取自然数（吴非等，2021）。在稳健性检验中，借鉴张永

珅等 （2021）的方法，使用公司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化技术相

关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替代变量。

3.中介变量：动态能力（DyCap）。借鉴赵凤等 （2012）、杨林等 （2020）和陈庆江等 （2021）的
测量方法，从以下三个维度测量企业动态能力：（1）研发支出比例，该指标反映了企业对知识、

创新的重视程度，是形成动态能力的重要途径，使用研发支出与总资产的比例来测量（赵凤等，

2012）。（2）本科以上员工比例，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员工的素质，对企业感知、获取

和重构能力有重要影响，使用本科以上员工占总员工的比例来衡量。（3）资产报酬率，该指标反

映了企业的资源利用和经营管理水平，凸显了企业的资源分配和整合能力，使用净利润与总资

产的比例来衡量。最后，将三个维度的得分标准化后取均值，分值越高意味着企业动态能力

越强。

4.控制变量。考虑到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高资源消耗、高成本”的活动（刘淑春等，2021），企
业需具备一定资源和能力才能实施数字化转型，因此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企业规模

（Size），使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2）资产收益率（ROA），使用企业总资产收益率衡

量。（3）成长性（Growth），使用营业总收入增长率衡量。（4）资产负债率（Leverage），使用负债总

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衡量。（5）现金流（CashFlow），使用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值与总资产的比值

衡量。其次，由于高管团队对企业国际化决策有重要影响，控制以下高管团队特征变量：（6）两
职合一（IsDuality）,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由一人兼任。（7）独董比例（InDirect），使用公司独立董

事总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衡量。（8）高管团队规模（TMTSize），使用高管总人数的自然

对数衡量。（9）股权集中度（TOP10），使用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衡量。此外，本文还控

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固定效应。主要变量的说明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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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国际化广度 Scope 企业当年拥有的海外子公司所覆盖的地区和国家数量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igital 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数量（+1）取自然对数

中介变量 动态能力 DyCap
研发支出比例、本科以上员工比例和资产报酬率标准化处理后
的均值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资产收益率 ROA 总资产收益率
成长性 Growth 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
现金流 CashFlow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值与总资产之比
两职合一 IsDuality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由一人兼任，是为1，否为0
独董比例 InDirect 独立董事总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
高管团队规模 TMTSize 高管总人数的自然对数
股权集中度 TOP10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三）模型设定

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有多种，如逐步法、Sobel检验、Bootstrap法等。其中，逐步法是最为流

行，也是近年来颇受质疑的方法。质疑的原因在于逐步法的检验力度较低，需依次检验自变量

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a）和控制了自变量后的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b）同时显著，

间接推出ab≠0，才能得出中介效应存在（Baron和Kenny，1986）。但实际上，系数乘积的检验（即

检验 H0：ab = 0）才是中介效应的核心。按照这一检验思想，学者们开发出Sobel检验、乘积分布

法、Bootstrap法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法等直接检验法。

为检验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提出的检验流程，设定如下

逐步回归模型，若不支持假设，再采用其他检验方法。

Scope = ¯1Digitali;t +
X

¯m Ci;t + ¯0+ "i;t (1)

DyCap = ¯1Digitali;t +
X

¯m Ci;t + ¯0+ ²i;t (2)

Scope = ¯2DyCapi;t +
X

¯m Ci;t + ¯0+ ²i;t (3)

Scope = ¯1Digitali;t + ¯2DyCapi;t +
X

¯m Ci;t + ¯0+ ²i;t (4)

¯m ¯0 Ci;t ²i;t其中， 是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是模型的截距， 是加入的控制变量， 是随机扰动项。

公式（1）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影响，公式（2）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

的影响，公式（3）检验动态能力对国际化广度的影响，公式（4）检验动态能力是否在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由于样本在部分观测年限中存在没有设立海外子

公司的情况，即被解释变量部分为0，是受限制变量，因此采用Tobit回归模型以得到无偏和一

致的估计（董静等，2017）。另外，为避免极端值和异常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对模型中的主要

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见表5。国际化广度（Scope）的均值为1.681，意味着企业历

年进入的国家数量平均为1.681个。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广度、动态能力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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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5和0.10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动态能力越高，越有利于多国

扩张，符合假设预期。此外，大部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低于0.5，变量的VIF均值为1.27（且均

小于2），说明研究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 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Scope 1.681 2.269 1
2. Digital 2.741 1.227 0.155* 1
3. DyCap 0.050 0.262 0.105* 0.327* 1
4. Size 8.017 1.136 0.317* 0.026 0.002 1
5. ROA 0.061 0.066 0.015 −0.030 0.267* 0.086* 1
6. Growth 0.172 0.325 0.037* 0.093* 0.104* −0.004 0.275* 1
7. Leverage 0.420 0.187 0.202* −0.040* −0.173* 0.458* −0.282* 0.021 1
8. CashFlow 0.050 0.066 0.014 −0.048* 0.181* 0.132* 0.410* −0.026 −0.170* 1
9. IsDuality 0.676 0.468 0.043* −0.084* −0.069* 0.163* −0.027 −0.051* 0.122* 0.017 1
10. InDirect 0.377 0.054 −0.004 0.066* −0.011 −0.036* −0.036* −0.005 −0.033* −0.005 −0.109* 1
11. TMTSize 1.972 0.323 0.147* −0.013 0.046* 0.261* 0.084* −0.013 0.117* 0.019 0.056* −0.063* 1
12. TOP10 0.588 0.147 0.003 −0.009 0.069* 0.045* 0.210* 0.105* −0.156* 0.120* −0.069* 0.071* −0.046* 1
　　注：* 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二）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6。第（1）列为基准模型，只包含控制变量。为检验企业数

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影响，采用公式（1）进行回归，结果见第（2）列。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

与国际化广度的回归系数为0.114（p<0.01），说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国际化广度，即

H1得到了实证支持。这是因为，数字化转型能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多样的国际市场环境、识别

和抓住国际市场机会以及获取和整合国际扩张所需的资源，从而促进企业多国扩张。

本文采用公式（2）验证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6第（3）列。

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22（p<0.01），说明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的动态能

力，H2得到了实证支持。采用公式（3）验证动态能力对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结果见表6第
（4）列。动态能力与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回归系数为0.556（p<0.01），表明动态能力能提升企业国

际化广度，即H3得到了实证支持。H2和H3能得到实证支持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

升企业感知动态复杂竞争环境，以及获取资源和重构资源以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帮助

企业洞察国际市场机会，降低国际市场进入壁垒和控制多国扩张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助推

企业实现多国扩张。

本文进一步采用公式（4）检验动态能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广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检验结果见第（5）列。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广度的回归系数由0.114（p<0.01）减弱为0.105
（p<0.01），动态能力与国际化广度的回归系数为0.515（p<0.01），初步表明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

型与国际化广度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即H4得到初步实证支持。

上面的检验主要基于逐步法，而逐步法是检验中介效应力度最低的方法。如果中介效应较

弱，使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很难得到显著的中介效应。反过来，若使用逐步法已经得到

了显著的结果，检验力度低便不再是问题（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的

显著性，本文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重复抽样以产生多个“新样本”，
并对“新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较为精确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抽样次数设置为5 000
次）。可以看出，不管是直接效应（0.037，0.139），还是间接效应（0.025，0.044），95%置信区间均

不包含0，再次验证了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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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检验和分析。

1.Heckman两阶段法。正如假设部分的分析，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了诸多好处。因此，那

些在国际市场大有作为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数字化转型，以获取这些好处，导致研究样本可能

存在自选择问题。为了检验样本自选择对研究结论的可能影响，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再次进

行回归分析。

在Heckman第一阶段回归中，将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一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构建概率方程，预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率，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在控制原有控制变量的基

础上，同时将地区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作为外生变量（exogenous）进行控制。从相关性

而言，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是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面，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密切相

关（王锋正等，2021）。从外生性而言，该变量主要体现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状况，对企业国际化

表 6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Scope （2）Scope （3）DyCap （4）Scope （5）Scope
Size 1.023*** 1.005*** −0.055*** 1.043*** 1.025***

（0.055） （0.055） （0.006） （0.055） （0.055）
ROA −0.916* −0.944** 0.908*** −1.348*** −1.342***

（0.475） （0.475） （0.052） （0.493） （0.493）
Growth 0.079 0.071 0.004 0.073 0.066

（0.072） （0.072） （0.008） （0.072） （0.072）
Leverage 0.768*** 0.794*** 0.012 0.764*** 0.788***

（0.256） （0.256） （0.027） （0.256） （0.256）
CashFlow 0.639 0.656 0.263*** 0.553 0.574

（0.440） （0.439） （0.045） （0.440） （0.440）
IsDuality 0.006 0.007 0.007 0.006 0.007

（0.073） （0.073） （0.007） （0.073） （0.073）
InDirect −1.249* −1.249* −0.193*** −1.164* −1.171*

（0.644） （0.643） （0.066） （0.644） （0.643）
TMTSize −0.184 −0.191 0.057*** −0.204* −0.209*

（0.116） （0.116） （0.012） （0.117） （0.116）
TOP10 0.705** 0.714** 0.098*** 0.666** 0.677**

（0.312） （0.311） （0.032） （0.311） （0.311）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Digital 0.114*** 0.022*** 0.105***

（0.036） （0.004） （0.036）
DyCap 0.556*** 0.515***

（0.170） （0.171）
Constant −19.970*** −19.830*** 0.128 −20.343*** −20.189***

（1.668） （1.660） （5 037.278） （1.670） （1.663）
似然对数值 −10 636.93 −10 631.885 −136.042 −10 631.618 −10 627.360
LR chi （2） 5 128.67*** 5 117.95*** 4 132.98*** 5 084.98*** 5 083.26***

N 7 015 7 015 7 015 7 015 7 015
　　注：括号中的是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下同。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Bootstrap方法）

Coef. S.E. Z P 95%置信区间
Indirect 0.035 0.005 7.16 0.000 [0.025,0.044]
Direct 0.088 0.026 3.40 0.001 [0.037,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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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较弱，因此符合外生性标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表8第（1）列所示，外生变量的回归系

数为0.979（p<0.01），说明地区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越多，企业越倾向于数字化转型。在

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中，将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纳入模型中以修正自选择偏差，回归结果如

表8第（2）至（4）列所示，逆米尔斯比率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样本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自选择

问题。同时，在加入逆米尔斯比率后，数字化转型和动态能力的回归系数有明显提高，且符号和

显著性与表6保持一致，说明研究结论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Heckman二阶段 变量滞后一期

（1）ISdigital （2）Scope （3）DyCap （4）Scope （5）Scope （6）DyCap （7）Scope （8）Scope
Digital 0.133*** 0.048*** 0.094** 0.135*** 0.027*** 0.124***

（0.036） （0.003） （0.037） （0.040） （0.004） （0.040）
DyCap 0.824*** 0.429** 0.542***

（0.157） （0.189） （0.19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2.618 −14.740*** 0.250** −14.946*** −19.737*** 0.091 −19.972*** −20.075***

（0.741） （1.476） （0.112） （1.501） （2.034） （503.358） （2.039） （2.036）

Exogenous/Mills
0.979*** 2.846** −0.057 2.893**

（0.163） （1.238） （0.099） （1.259）
Wald chi （2） 781.99*** 2 590.58*** 783.80***

似然对数值 −8 472.166 −81.282 −8 475.331 −8 468.433
LR chi （2） 4 031.69*** 3 175.25*** 4 006.64*** 4 011.09***

N 7 012 7 012 7 012 7 012 5 406 5 406 5 406 5 406
　　注：回归中使用了与表6中相同的控制变量，为节省篇幅，略去具体结果报告，下同。
 
 

2.解释变量滞后。为解决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而引发内生性

问题，本文使用t期解释变量与t+1期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8第（5）至（8）列。

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和动态能力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6基本一致，说明互为因果对

研究结论的干扰较小。

3.变换模型。考虑到模型选择对研究结论可能产生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OLS回归法

进行验证，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变换模型后，虽然各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和

显著性程度略有下降，但所得结果与表6基本一致，说明研究结论对不同的模型设定有较强的

稳健性。

4.替换变量。在稳健性分析中，本文分别采用年末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化技术相关的

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张永珅等，2021）和企业当年拥有的海外子公司数量（董静等，

2017）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依次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

索），除动态能力与国际化广度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均与表6保持一致，说明研究结论对

变量不同度量方法保持稳健。

5.剔除部分样本。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沪深A股和创业板中的制造企业。考虑到创业板中

的企业与A股企业在规模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剔除创业板企业后

再次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回归结果与表6保持一致，说明研究结论对不同

的样本选择保持稳健。

五、  进一步分析

上述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国际广度，然而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通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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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临更加复杂的制度环境，如可能进入相较于本国制度环境更加完善的地区（制度逆差），也

有可能进入制度相对缺失的地区（制度顺差），同时也可能受本国政策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影

响。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资源、能力以及国际化战略等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可能使得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扩张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面对母国的政策支持和东道

国不同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是否始终助推企业国际化扩张？企业不同的所有权性质又是否

会导致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强度发生变化？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进行分组回归，以解答上述

疑惑。

根据世界治理指数（WGI），将样本中高于当年中国总治理水平的归为制度逆差组，反之归

为制度顺差组，然后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9第（1）和（2）列。可以看出，在制度逆差

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广度的回归系数为0.100（p<0.01），显著为正。同时，在制度顺差

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广度的回归系数为0.060（p<0.1），也显著为正。通过比较两组的

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制度逆差组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制度顺差组。这可能是由于制度完善的东

道国通常拥有较高的监管质量、公开的信息获得渠道和有力的投资保护措施，更加有利于企业

利用数字化转型获取机会和资源，进而促进多国扩张。另外，制度环境优于中国的东道国往往

是那些具备良好数字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能力在这些基础设施好的国家更容易

发挥作用。
 

表 9    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1）制度逆差 （2）制度顺差 （3）是“一带一路” （4）非“一带一路” （5）国有企业 （6）民营企业
Digital 0.100*** 0.060* 0.049* 0.081*** 0.117 0.095**

（0.032） （0.032） （0.026） （0.026） （0.072） （0.04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9.083*** −2.247** −6.237*** −15.490*** −12.088*** −39.051

（1.399） （0.883） （0.920） （1.167） （2.945） （493.878）
似然对数值 −10 638.552 −928.931 −3 769.776 −8 014.105 −2 708.622 −7 334.948
LR chi （2） 5 381.92*** 329.31*** 1 100.86*** 5 926.12*** 1 611.99*** 3 052.32***

N 7 443 944 2 714 7 072 1 755 4 850
 
 

根据企业进入的东道国是否属于“一带一路”国家，将研究样本分为两组，然后分别进行回

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9第（3）和（4）列。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同时促进了企业在“一带一路”和
非“一带一路”国家扩张。不过，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非“一带一路”国家为0.081（p<0.01），
明显强于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回归系数（β=0.049，p<0.1）。这可能是由于多数“一带一路”国家

属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导致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没有用武之地。

表9的第（5）和（6）列分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国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广度的回归系数为0.117（p>0.1）且不显著，而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

与国际化广度的回归系数为0.095（p<0.05）且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升了民营企

业的国际化广度，但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有国家资源支持，即使

不进行数字化转型也能获得竞争优势。然而，民营企业却需要依赖数字化转型来赋能企业动态

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另外，从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来看（研究样本中民营和国有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2.76和2.43），民营企业也高于国企，说明民营企业更依赖

和更积极地推进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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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与贡献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了数字化转型

与国际化广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在不同的制

度环境和企业股权性质的企业中的异质性影响。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

一，数字化转型使企业能更好地在国际市场上识别机会、获取资源和应对风险，有助于提升企

业国际化广度。第二，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在动态环境下感知机会、获取和重构内外部资源

的动态能力。第三，数字化转型通过形塑企业动态能力对国际化广度产生影响，即动态能力在

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广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第四，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正向影响在制

度逆差、非“一带一路”国家以及民营企业，比在制度顺差、“一带一路”国家和国有企业更强。

本文的研究贡献有以下四点。第一，运用动态能力理论，结合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特征，阐释

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不仅拓展和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在国际商

务领域中的研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国际商务研究对数字化转型伴随的后果的争论。第

二，以往的文献仅停留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的单一关系研究且理论机制不清楚，本文进

一步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理论传导机制，揭示了动态能力的微观中介作用。另外，本研究揭示了

数字化转型对动态能力的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较少分析动态能力前因的局限。第三，本文从

东道国特征和企业性质两个方面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广度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拓展

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边界，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四，与现有

研究大多采用小样本问卷调查不同，本研究使用大样本面板数据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并控制随

时间变化的因素，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均有一定程度的启示。对于企业而言，目前

全球经济贸易和国际商务已经建立在数字化和智能化之上，企业必须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和

升级自身的动态能力，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中建立竞争优势。具体而言，企业首先应积

极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优化组织的生产流程、信息交流和组织结构等方

面，使各部门之间协同运行，从而提高运营效率。其次，要进一步借助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的数

据获取、分析和应用能力，将数据转化为生产力。最后，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转型加强与全球供

应商和客户的互动沟通，整合价值链上下游企业，打通其中的关键节点，迅速建立供应、生产和

销售为一体的网络架构，最终实现生产经营的精细化管理。2019年新冠疫情大爆发，数字化技

术使企业即便在危机中也可以实现顺畅的信息交流和生产运营，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的今天，企业只有顺应潮流，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才能

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政府而言，需进一步制订和完善数字化相关政策，并督促各级政府积极落实。这有助

于构建全面和有序的数字化发展环境，缓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压力。近年来，我

国政府十分重视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继颁布多项政策，并将数字化转型写入政府规划。然而，部

分地区的数字化转型政策的落实力度还远远不够。例如，根据北大法宝数据库显示：2019年西

部地区如西藏、青海和新疆颁布的与数字化相关的政策措施不超过10项，即便像天津这样经济

发展较好的城市，颁布的政策数量也仅为广东省（政策数量最多）政策数量的十分之一。另外，

政府还需要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为企业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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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当前，中国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待提高，普遍缺乏具备数字化建设相关人才。

各级政府只有大力投入和积极引导才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生态。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着重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

广度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数字化转型对其他国际商务战略如股权选择、区位选择

和研发国际化等的影响，丰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跨国经营相关研究。第二，本文主要考察了动

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扩张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国际扩张的其他影响机制。最后，本文选取了中国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未来研究

可以选取服务企业或其他国家的制造企业进一步检验和拓展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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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y

Wang Molin,  Song Yuanyang,  Yan Haifeng,  Zhang Xiaoyu
（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driving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loud computing  has  reshaped firms’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nd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business model,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a large number of
firms have reli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for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bu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behavior of firms is still very scarce.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9, using text mining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the index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firm level, and drawing on the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this paper explain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ope of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s firms to
perceive and respond to the dynamic and complex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Secondly, by affecting the dynamic capabili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n impact on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That i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firms to perceive opportunities, and obtain and reconstruct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Thirdly, firms with a stronger dynamic capability will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improving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Finally,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nature of firm equity. Specifically,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stronger in the case of institutional
deficit, non-Belt-and-Road countries, and private firms than in the case of institutional surplus, Belt-and-
Road countries, and state-owned firm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ly, drawing on the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it explains and test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condly, it elaborates in detail how modern technology improves dynamic capability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y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ch helps to open the “black box”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ing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rdly, it also examines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nature of firm equity, further expand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scope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Finally, the large panel dataset used in this
study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the sample representativeness, but also can control the factors that
change with time, which is helpful to get more accurate research conclusion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cop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dynamic capability; mediat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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